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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的省内财政分权是影响省内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省内财政分权
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什么因素导致省内财政分权存在如此大差异？本文构建一个简单
的理论模型比较了地区分权与集权对居民效用的影响，发现族群多样性程度越高，分权对
居民效用的提升作用越大，因此，政府分权的激励也就越大。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使用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中国地级行政区层面的族群多样性指标，实证研
究了省级政府与地级政府间财政分权同族群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族群多样
性越高的地区，以财政自给率和税收分成两种方法度量的财政分权程度都会较高，从而验
证了本文的理论观点。进一步，本文使用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关于居民对公
共服务偏好的信息，发现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越大，居民对公共服务偏好的差异也就越
大，从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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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谜的探讨一直是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其中，与政治集权相结
合的经济分权被认为是激励中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原因（Qian 和 Xu，1993）。而作为经
济分权的核心部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被大量文献所证实（张晏和龚六堂，2005）。现有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的文献所讨论的大多是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考察的是省级政
府的“自主”和中央政府的“授权”。 
但是，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地区差异明显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赋予了省级政府较大的
自主权决定省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1993 年 12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
制的决定》明确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决定制定对所属市、
县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事实上是将省以下政府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安排下放给了省级政府。
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也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中央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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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分税制的原则和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确定本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根据这些规定，
省级政府有权决定本省内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地市级政府有权决定本市内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在这
个体制下，受各地区资源禀赋与初始条件的影响，不同省级政府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划分它与其管辖
的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中国基层财政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指出，在省级政府同省以下政府
财权安排上，存在四种模式：北京等 14 个省市实行的“分税加共享模式”；河北、上海与安徽实行的“分
税加增量提成模式”；辽宁等 12 个省份实行的“分税加共享和增量分成模式”；江苏和浙江实行的“分
税加增长分成模式”。而在支出安排上，各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2006 年，广东全省预算内财政
近九成由省以下政府支出，而青海省却只有五成由省以下政府支出（吴木銮和王闻，2011）。
同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财政分权研究文献的汗牛充栋相比，省以下财政分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明
显不足，这显然与省以下财政分权关系在中国财政体制中的作用是不相匹配的。根据张光（2009）的测算，
中国四分之三的预算内财政资金的使用者是省级以下各级政府，因此，省以下财政分权关系到中国绝大
多数财政支出的使用及其效率问题。在已有的关于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文献中，学者们大多侧重于对政策
的评述与建议（吕炜和孙克竞，2008），省以下财政分权差异的原因解释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那么，
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财政分权安排的地区差异？以 Tiebout（1956）和 Musgrave（1959）为代表的第一代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 Qian 和 Weingast（1997）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都认为，设计财政分
权的主要出发点是，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当信息不对称时，地方政府往往会比中央政府掌握更多关
于本地区居民偏好的信息。因此，财政分权制度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由此引申出来的思路是，
如果要达到同样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那么在居民偏好异质性程度更高的地区，分权程度应当更高。接
下来的问题是，居民偏好的差异又源于什么呢？显然，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族群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
所导致的文化差异。Oates（1972）的研究也认同了这一点，他认为居民的文化差异同公共产品偏好差异
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性。
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地区的财政分权安排是否应该以及是否已经考虑了该地区内部的族群
多样性？为此，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族群多样性对分权安排的影响，以此来论证设计财
政分权时是否要考虑族群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构建地级
行政区层面的族群多样性指标，实证检验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否受到了族群多样性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
族群多样性作用于省内财政分权安排的机制。
二、文献综述
由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拥有自主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国外关于财政分权的早期文献更多
地是关注州政府同其辖区内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关系（类似于中国的省级政府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
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而非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类似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同省级
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Oates（1985）在政府集权程度与政府规模之间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就
是以州政府同州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使用各州收入（支出）同各州与其下辖地方政府
的收入（支出）总和之比来度量各州的财政集权程度。
然而，关于中国财政分权的研究，无论是关于财政分权的度量，还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的作用，抑或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教育支出的作用，关注的均是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
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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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中国省以下财政分权的讨论也并非一片空白，但早期研究大多是对各个地方相关政策的
概述（吕炜和孙克竞，2008），均无法提供相应的经验依据。此后，一些文献开始使用省以及省以下政
府的支出与收入数据对中国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测度展开了研究。张光（2009）利用县本级支出、地市本
级支出和省本级支出占省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度量省以下财政分权；在其基础上，张光（2011）进一步强
调了省内财政分权指标尤其是县级的分权指标与其他财政分权指标的区别。也有一些研究者讨论了省以
下财政分权带来的影响，陶然和刘明兴（2007）研究了地市级财政自主度对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庄玉乙和张光（2012）基于 1997-2009 年的跨省面板数据，分析了省对县级支出和收入分权对政府规模
的影响。杨良松（2013）基于 1995-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省级和地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支
出分权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而县乡级自主性会减少义务教育支出。
既然省以下财政分权会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支出产生显著影响，那么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
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差异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张光（2009）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内财政收入划分向
县（市）倾斜正相关，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负相关。吴木銮和王闻（2011）发现，来自于中央
的资助是影响省以下财政分权的重要因素。但是，上述讨论并没有涉及到决定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最核心
因素，因为无论是以 Tiebout（1956）、Musgrave（1959）为代表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是 Qian 和
Weingast（1997）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都认为，居民的异质性偏好导致了分权优于集权。
居民偏好的异质程度难以度量，但不同族群的居民通常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同一公共产品的偏好
也会不同。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地区居民的族群多样性会影响居民对公共产品偏好的异质性程度，从而
对政府的分权安排产生影响。但是，关于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对地区财政分权的影响，现有文献鲜有
涉及，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三、理论模型
本文在 Arzaghi 和 Henderson（2005）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用以说明族群多样性缘何
能影响分权程度。考虑一个有 n 个辖区的地区，其总人口为
1
n
ii
L L
=
= ∑ ，总产出为 1
n
ii
Y y
=
= ∑ L  yi，其
中 Li 为辖区 i 的人口，yi 为辖区 i 的人均产出。假设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居民提供具备完全拥挤性
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人均消费为 g。根据 Arzaghi 和 Henderson（2005），本文假定代表性个体具有
Cobb-Douglas 形式的效用函数：u=xαgβ，其中，x 为代表性个体所消费的私人产品，假设参数 α 和 β 满足
α+β=1。假设政府通过对收入征税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融资，税率为 ti ①，则有 xi =yi（1-ti），因此代
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可以改写为 (1 )i i i iu y t g
α α β= −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假设地方政府在分权的选择上
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处于分权状态；一种是处于集权状态。
当该地方政府选择集权时，政府存在一个固定的运行成本，假设为 F，并以公共产品的价格作为计价
单位，因此此时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①　中国是一个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各地方的名义税率是相同的。但是，中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并没有十分缜密地限
定各级政府的税收行为，使得地方政府在征税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各地区的实际税率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经常
出现“中央决定名义税率、地方决定实际税率”的现象（安体富，200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实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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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 iiYt F g L== + ⋅ ∑  ； 1n i iiY L y== ∑                                                    （1）
上述预算约束可以改写为 t=（F+gL）/Y。此外，由于族群多样性的存在，本文假设公共产品的供给
存在一个衰减因子 δ，这个衰减因子刻画了族群多样性导致的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感知差异，族群多样性程
度越高，该衰减因子越大。因此，在集权状态下，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 ) ( ) ( )1 / / 1i i iu y F L gL y g
α βα δ= − − −      Y YY                                               （2）
通过选择 g 来最大化上述效用函数，得到最优的人均公共产品和居民效用分别为：
( ) /g Y F Lβ= −  ； ( ) ( )1 / 1 /i i i iu y F y L
βα βα β δ= − −                                     （3）
( ) ( ) 11 1 1 / 1 / 0i i i iu L y F y L
βα βδ α β δ −− +∂ ∂ = − − − <                                      （4）
根据式（4）可得，在集权状态下，代表性个体的效用水平随着该地区族群多样性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在分权状态下，辖区 i 的地方政府运行成本为 Fi，所提供的人均公共产品为 gi。分权状态下，由于地
方政府具备完全信息，因此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衰减因子。因此，辖区 i 的预算约束为：ti Li yi=Fi +gi Li，
同样可以将其改写为：
( ) ( )/ /i i i i i it F L y g y= +                                                                （5）
辖区 i 中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函数为：
( )/i i i i i iu y F L g g
α β= − −                                                              （6）
通过选择 gi 来最大化上述效用函数，本文得到在效用最大化时的人均公共产品和居民效用分别为：
( )i ig y F Lβ= −－( ； ( )/i i i iu y y F yα βα β= −                                              （7）
由此，可以比较相对于集权状态，分权的得失情况：只要式（7）中分权状态下的效用值大于式（4）
中集权状态下的效用值，政府就有实行分权的动力。也就是只要下式成立，那么分权就是较优的选择：
( ) ( ) ( ) ( )1 / 1 1 / /i i i i iF y L F Y F y L
βδ− ≤ − −                                              （8）
根据式（8）可得，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程度越高，相对于财政集权，财政分权给代表性居民带来
的效用溢价就越大。因此，如果这些地区上级政府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辖区内居民的效用函数，那么，
随着该地区族群多样性程度的提高，上级政府应当赋予该地区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由此，本文提出
的一个可供检验的命题是：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越大，该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越大。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与样本
本文所考虑的省以下财政分权主要是地级行政区与省级行政区之间的财政收支关系。根据前文的分
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研究族群多样性对省以下财政分权的作用：
ijt ijt ijt i j t ijtdec div X vα β γ µ λ ε= + + + + + +                                              （9）
其中，decijt 为省级行政区 j 的地级行政区 i 在时期 t 的省内财政分权指标，divijt 为地区 i 在时期 t 的
族群多样性指标，Xijt 是对省内财政分权可能产生作用的控制变量集合，α 为截距项，ε 为随机扰动项。μi
用于控制地区效应，νt 用于控制时期效应。考虑到不同省份不同情形对该省内部各地级行政区的省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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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会产生不同影响，用 λj 控制了跟省份有关的省份效应。本文使用的样本是中国地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目前中国共有 333 个地级行政区，包含 293 个地级市、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7 个地区和 3 个盟，剔除
2012 年之后新设立的 10 个地级市（包含三沙市、海东市、日喀则市、昌都市、儋州市、林芝市、吐鲁番市、
哈密市、山南市和那曲市）还有 323 个地级行政区；此外，目前中国还有 5 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
宁波、厦门和深圳），这 5 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支大部分直接对接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发生的关系较少，
因此也从样本中剔除，此外，由于下文使用的变量在一些地区存在数据缺失，本文最终使用的是 305 个
地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二）族群多样性的度量
在现有文献中，族群的划分依据有很多，包括语言、肤色、种族和宗教等（Alesina 等，2003），本
文沿用 Dincer 和 Wang（2011）的做法，利用民族来划分族群①。类似于王振宇和顾昕（2018）的研究，
本文使用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 2005 年的 1% 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来测算各地级行政区的族群多样性。测算族群多样性的最常用指标是 Mauro（1995）提出的族群
分化指标（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EFI），用于测算样本中任意两个人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该指
标的具体计算方式为：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
数量占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ij，进一步，利用 sij 可以计算出 i 地区任意两个人来自不同族群
的概率，即为 i 地区的 EFI：
2
1
1 ni ijiEFI S== − ∑                                                                 （10）
由式（10）计算得到的 EFIi 的取值范围为 0-1，取值越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越分化，亦即族群多样
性越高。
（三）省内财政分权的度量
目前学术界度量财政分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用财政收入和支出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划分
来度量财政分权（Oates，1972，1985），这种度量方式一般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占上级政府的财政收
支的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有的时候用的是总量数据，有的时候
为了控制人口因素对财政资源的影响，会使用人均数据。这类指标源于西方学者的跨国研究，但在将该
指标应用于中国省级财政分权或省内财政分权时均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所有下级政府在同一时点上均面
临着相同的上级政府——省级财政分权面临着同一个中央政府、省内财政分权面临着同一个省级政府，
这意味着在同一年份中，各地区财政分权的计算公式中——不论是省级财政分权还是省内财政分权，也
不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分母均没有任何变异。因此，这类指标名义上虽是比例值，但实质上
是地方政府收支的绝对数或人均水平，反映的是各地区财政收支规模或人均水平的相对大小，而不是单
纯的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Lin 和 Liu，2000；陈硕和高琳，2012）。
第二类指标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定义财政分权，主要指财政收入和支出上的决策制定权力在不同层
级的政府之间的划分（Ebel 和 Yilmaz，2002）。Ebel 和 Yilmaz（2002）用地方政府依靠自有收入为其支
出融资的能力来度量财政分权，具体计算方式为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占本级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因此，该
①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与族群并非同一概念，民族与族群之间的差异一直就是社会学家的研究热点之一，具体参
见史密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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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也称为“财政自给率（self-reliance ratio）”。正如陈硕和高琳（2012）所言，“一定程度的财政
分权总是对应于某一级政府实际拥有的财政自主度”。相对于财政收支指标，我们认为财政自给率指
标能更好地度量财政分权，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一个省内财政分权指标为“财政自给率”指标。
本文使用的地级行政区财政自给率指标（fis_au）= 地级及以下财政收入 / 地级及以下财政支出。
计算该指标的数据来自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在使用该指标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在 1994 年
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但支出责任依然留给了地方政府，这使得绝大部分地区在
1994 年之后存在不同程度的收支缺口，从“财政自给率”指标的角度看，就是“收入 / 支出”比率是
小于 1 的。由于分税制改革后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个缺口是由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覆
盖的。因此，本文计算的地级及以下财政支出包含了地级及以下政府所获得的税收返还性收入和财力
性转移支付收入。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虽然学术界经常使用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收支比例来度量财政分权，但是，
纵观建国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无论是 1979 年之前的“统收统支”制度还是 1980 年开始的“分
灶吃饭”改革，抑或是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是财政分权的核心
和主导，政府间事权划分并没有成为中国财政分权的核心内容（毛捷等，2018）。中国各级政府的税
收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因此政府间税收收入划分也主要围绕这三个税种展开。
正如前文所言，无论是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中央政府设定的只是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分成
规则，对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如何划分，中央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对地级政府而言，本地所产
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还要与省级政府分成，这些分成比例不是全国统一规定的，而往往
是上下级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形成上下级政府间的弹性税收分成（吕冰洋和聂辉华，2014）。
这种弹性税收分成也为本文测度异质性的地级层面财政分权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所构建的第二个
财政分权指标借鉴毛捷等（2018）的做法，用地级政府与省级政府间的税收弹性分成来度量地级层面
的财政分权。由于缺乏地级层面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在计算中仅包含增值税
分成比例，其测算方法为：增值税分成比例 = 地级自有的增值税收入 / 地级实际征缴的增值税总额。地
级实际征缴的增值税总额减去地级自有的增值税收入即为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分享的增值税收入。
（四）其他控制变量
参照 Kee （1977）、Martinez-Vazquez 和 McNab（2003）、Letelier（2005）、Bodman 和 Hodge（2010）
等人的研究，本文还在解释变量中引入了地级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dev）、转移支付（fis_tran）、对外
开放程度（open）、政府规模（gov_scale）和城市化水平（urban），分别用各地的人均 GDP、一般转
移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之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该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一般预算
支出占地方 GDP 比重、年末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上述变量。
此外，地级行政区中有 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赋予了这些民族自治州较大
的财政自主权，因此，其财政分权模式与其他地区的财政分权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控制这种差异，
本文引入自治州虚拟变量（D1），如果该地区属于民族自治州，取值为 1，否则取 0。
上述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计算省内财政分权指标的数据来
自于各年度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只能获得族群多样性指标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三个年度的数据，同时，只能获得 1997-2009 年的各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因此本文最终使用的数据是
305 个地级行政区在 2000 年和 2005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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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在时期上只有 2 期，属于短面板，因此表 1 报告了对回归模型（9）分别采用混
合最小二乘（pooled_OLS）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回归（FE）的结果。
表 1　族群多样性（EFI）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
变量
财政自给率 增值税分成比例
（1）pooled_OLS （2）FE （3）pooled_OLS （4）FE
EFI
0.021*
（0.011）
0.022*
（0.012）
0.037**
（0.018）
0.036**
（0.018）
dev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is_tran
-1.012***
（0.210）
-1.008***
（0.213）
-0.437*
（0.241）
-0.436*
（0.240）
open
0.071***
（0.018）
0.070***
（0.016）
-0.189
（0.144）
0.189
（0.147）
gov_scale
0.203
（0.142）
0.215
（0.133）
-0.037*
（0.018）
-0.037**
（0.017）
urban
0.505**
（0.241）
0.507**
（0.243）
-0.119*
（0.065）
-0.120*
（0.067）
D1
0.010**
（0.005）
0.011**
（0.005）
0.050*
（0.029）
0.049*
（0.027）
常数项
-0.311***
（0.046）
-0.325***
（0.053）
0.186***
（0.055）
-0.197***
（0.049）
调整后的 R2 0.304 0.307 0.265 0.273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2）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为省际层面的聚类
标准误。
从回归结果看，不论是以财政自给率度量的省内财政分权还是以增值税分成比例度量的省内财政分
权程度，也不论是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程度越高，该地区的省内财
政分权程度也就越高，从而初步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待检验命题。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地级
层面的族群多样性每提高一个单位，平均而言，省内的财政自给率提高 0.022 个单位，省内的财政增值税
分成比例提高 0.036 个单位。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财政自给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增值
税分成比例没有显著影响；转移支付对财政自给率水平和增值税分成比例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规
模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增值税分成比例，但对财政自给率没有显著影响；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对财政自给率
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却抑制了增值税分成比例。
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结果表明，民族自治州的财政自给率程度以及增值税分
65
2019 年第 10 期
成比例均要显著高于非民族自治州地区，这说明省级政府在安排省内财政分权时，会考虑到省内的民族
自治州和非民族自治州之间的差异，通常会赋予民族自治州更多的财政自主权，这也从财政分权的角度
验证了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
（二）内生性的处理
尽管基准回归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以最大可能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但仍需关注族群多样性和省内财政分权两个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问题。因为，族群多样性会影响分权安排，
以分权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安排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公共产品供给，从而影响人口迁移并进而
影响到族群多样性。为了克服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需要为族群多样性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这需要从划分族群的依据入手寻找导致族群差异的外生因素。
虽然学界在族群分类标准问题上长期缺乏一致观点，但很多学者认为，语言是划分族群的重要标准。
就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英国圣公会牧师法拉（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在 1860 年出版的《论
语言的起源》（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一书中指出，人类是否曾经是一个整体，光从语言学
的角度是无法证明的，但语言学确实可以在某些方面揭示出民族的起源。如果遵循上述学者的观点，认
为语言可以作为划分族群的标准，那么导致语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英国学者帕默尔（1983）指出：“决
定语言接触的社会交际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空间中进行的接触和运动，所以言语像一切文化现象那样，为
地理因素所决定并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我国古代亦有关于语言分布的地域差异探讨。《礼记·王制》
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迟速异齐，……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表述。
《汉书·地理志》也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的表述。可见，
自然地理因素，如地形、地貌，山谷、平原、河流等，都会影响语言的跨地区的传播，也就是说语言的
使用范围会受到自然地理的影响。因此，一个地区的地理形态越多样化，其语言多样性程度也就越高，
从而该地区的族群多样性程度也就会越高。同时，地理形态是严格外生的变量，因此，地理形态多样性
不失为族群多样性的一个合理的工具变量。本文用如下方法来测算一个地区的地理多样性：
( )2( )ij i ij ijj j
i
i
x x w w
x
η
 − =
∑ ∑
                               　　　　　    （11）
其中，ηi 为地级行政区 i 的地理多样性变量，xij 为地级行政区 i 中的第 j 个县（区）的平均海拔，wij
为地区 j 的辖区面积， ( ) ( )i ij ij ijj jx x w w= ∑ ∑ 为地级行政区 i 的平均海拔。本文使用 Zonal-Mean 函数
从中国 1: 100 万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中提取了中国各地级行政区的平均海拔，该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来源于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其空间分辨率为 1km×1km，采用 ALBERS 等积圆锥投影，辖区面积
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本文利用地理多样性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在第一
阶段回归中，本文发现地理多样性对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有显著的解释力。Hausman 检验统计量表明，
不论是对于哪种分权指标，都应当使用工具变量回归；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检验了所使用的工具
变量是否是弱工具变量，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该统计量的估计值在两种分权指标下
别为 50.036 和 43.819，均大于 Stock-Yogo 中 10% 显著性水平时的临界值 24.58，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工
具变量可以在 90% 的置信度下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看，EFI 对财政自给率和
增值税分成比例依然有显著影响，从而验证了族群多样性对财政自给率和增值税分成作用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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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财政自给率 增值税分成比例
EFI
0.058*
（0.032）
0.041*
（0.022）
η
0.241***
（0.058）
Hausman 检验
42.181
［0.000］
60.033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 50.036 43.819
调整后的 R2 0.107 0.301 0.369
N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Hausman 检验统计量下方方括号中为 p 值；（2）篇幅所限，仅列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下同；（3）在两
个阶段回归中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三）稳健性分析
由于回归中核心变量度量指标的选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回归结果，为了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
用不同的指标来度量族群多样性，并再次进行回归。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构建了一种新的
指标来测度族群多样性，该指标为族群极化指标（ethnic polarization index，EPI），测度的是人群中不同
族群两极分化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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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其中，Sij 的含义与式（10）一样。利用式（12）计算得到族群多样性指标，本文再次对回归方程（9）
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的估计结果表明，地级层面的族群极化指标对以自给率度量的
省内财政分权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以增值税分成表征的省内财政分权依然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即
使改变了族群多样性的度量指标，依然能找到族群多样性作用于省内财政分权的证据。
表 3　族群多样性（EPI）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
变量
财政自给率 增值税分成比例
（1）pooled_OLS （2）FE （3）pooled_OLS （4）FE
EPI
0.029
（0.025）
0.030
（0.021）
0.055*
（0.029）
0.053*
（0.028）
调整后的 R2 0.300 0.302 0.268 0.270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四）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
中国的少数民族之所以绝大部分会聚居在一个县或一个乡，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存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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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障碍：空间障碍阻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使得某一民族背后的特定文化得以传承。如果以语言作
为划分族群的依据，那么我们会发现，地理因素是导致语言多样性并进而导致族群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我们常常会“隔山不同语”来描述中国的方言多样性，因此，山区地形是导致语言多样性以及族群多样
性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本文在前面使用地形多样性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必
须注意到，山区地形导致族群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是山区地形使得受山脉阻隔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存在
空间上的困难。然而，这一点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有所改变，大山里的居民大量走向城市，不同
地区的文化融合不断加强，因此，前文理论模型中所提出的公共产品的衰减因子 δ 会趋向于 1，从而使得
族群多样性对财政分权的作用变小。换而言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能会削弱族群多样性对财政分权
的作用。下面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引入交通基础设施这一变量以及该变量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对这一
猜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使用各地级行政区的等级以上公路密度来度量交通基础设施，定义为等级以上
公路里程与地级行政区辖区面积的比值，单位为千米 / 平方千米，数据来源于 CEIC 数据库。本文依然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中首先可以发现，在引入了交通基础设施以及
交通基础设施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之后，族群多样性的两个度量指标 EFI 和 EP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越好的地区，其省内分权程度越低①。进一步，我们发现，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与 EPI
的交互项对财政自给率的作用不显著之外，交通基础设施与 EFI 的交互项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和财政
自给率的作用均显著为负，交通基础设施与 EPI 的交互项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也显著为负。由于表 4
中 EFI 和 EP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弱化了族群多样性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正向
作用。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省级政府在设计省政府与省以下政府间的收支划分时，要考虑族群多样性
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族群多样性的作用不是不可改变的。
表 4　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
变量
财政自给率 增值税分成比例
（1） （2） （3） （4）
EFI
0.064**
（0.007）
0.089**
（0.042）
EPI
0.016*
（0.009）
0.050*
（0.027）
tra
-0.167*
（0.089）
-0.169*
（0.090）
-0.203**
（0.098）
-0.205**
（0.099）
EFI*tra
-0.031**
（0.015）
-0.026*
（0.014）
EPI*tra
0.150
（0.203）
-0.014**
（0.007）
调整后的 R2 0.311 0.318 0.285 0.281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本表的回归以及后续回归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①　当然，必须承认，财政分权被认为是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偏向于基础设施的重要原因，因此，此处交通基础设施对财政分
权的作用会存在一定的内生性，但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交通基础设施本身，而是交通基础设施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但后者并
不会受到财政分权的影响。因此，此处我们没有再为交通基础设施寻找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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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区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一个地区是否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州对该地区的财政分权有显著影响，接下来要思
考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会影响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安排？换句话讲，前文发
现的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在民族自治地区和非民族自治地区是否存在异质性？为了回答这
一问题，我们在前文的回归中引入民族自治州与族群多样性的两个度量指标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的结果表明，族群多样性的两个指标与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财政自给率的影响均
不显著，但对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影响均显著为负，结合这两个指标自身对增值税分成比例的作用系数，
说明在民族自治州，族群多样性对增值税分成比例的作用反而不如非民族自治州地区族群多样性对增值
税分成比例的作用。对此，本文的解释是，中国的民族分布体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民族自
治州通常是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族群多样性程度反而较低，省级政府在考虑同这些民族自治州之
间的税收分成时，更多的是考虑其民族自治身份，而非族群多样性。
表 5　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地区异质性）
变量
财政自给率 增值税分成比例
（1） （2） （3） （4）
EFI
0.035*
（0.018）
0.062*
（0.033）
EPI
0.068
（0.049）
0.087**
（0.041）
D1
0.071**
（0.035）
0.070**
（0.034）
0.083***
（0.019）
0.084***
（0.021）
EFI*D1
-0.106
（0.157）
-0.227**
（0.104）
EPI*D1
-0.016
（0.028）
-0.180*
（0.095）
调整后的 R2 0.300 0.296 0.283 0.280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正如前文所言，根据中国基层财政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的划分，省内财政分权存在四种不同的模式：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与甘肃等地
实行的“分税加共享模式”；河北、上海与安徽等地实行的“分税加增量提成模式”；辽宁、福建、江
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陕西、青海、宁夏与新疆等实行的“分税加共享和增量分成模式”；
江苏和浙江实行的“分税加增长分成模式”。因此，本文考虑的第二个地区异质性分析是分析上述四类
不同省内财政分权模式下族群多样性对省内分权作用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考虑到采取第二
种模式和第四种模式的省份较少，我们主要对“分税加共享模式”和“分税加共享和增量分成模式”下
的地区进行检验。具体的检验办法是引入虚拟变量 D2 以及该虚拟变量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如果所在
地为“分税加共享模式”，则 D2 取 1；如果所在地为“分税加共享和增量分成模式”，则 D2 取 0。引入
该虚拟变量与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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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模式异质性）
变量
财政自给率 增值税分成比例
（1） （2） （3） （4）
D2
-0.003***
（0.001）
-0.003***
（0.001）
-0.007**
（0.003）
-0.007**
（0.003）
EFI
0.021*
（0.012）
0.034**
（0.018）
EFI*D2
-0.009
（0.014）
0.026
（0.030）
EPI
0.032
（0.024）
0.052*
（0.027）
EPI*D2
0.011
（0.009）
-0.004
（0.003）
调整后的 R2 0.310 0.306 0.275 0.273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 6 的结果表明，虚拟变量 D2 对两种类型的省内财政分权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分税加共享模式”与“分
税加共享和增量分成模式”下，省内财政分权程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虚拟变量与族群多样性的
交互项对财政分权的作用均不显著，说明不同分权模式下，族群多样性对财政分权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
（六）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得，相对于集权，分权给代表性个体带来的效用溢价取决于衰减因子 δ，该衰
减因子越大，分权带来的效用溢价就越大，上级政府分权的激励也就越大。该衰减因子刻画了族群多样
性导致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感知差异。因此，族群多样性导致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感知差异是本文认为
的导致分权优于集权的原因。
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本文使用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族群多样性对居民公
共服务感知差异的影响。CGS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一项面向 18 岁以上中国居民的微观社会调查，
是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了与本文的研究样本相匹配，本文使用的是 2005 年
（CGSS2005）的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个人与家庭情况、心理健康、经济态度与行为评价等 7 个模块，
满足了本文的后续研究需求。CGSS2005 调查了受访者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这些公共服务
包括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捍卫国家安全、打击犯罪、
公平执法、政府部门秉公办事、环境保护、帮助穷人等 9 项，5 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 分代表完全满意，
6 分代表无法选择。由于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居民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感知情况，因此，剔除了捍卫
国家安全这项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本文建立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族群多样性对居民的公共服务感知差异的影响。该回归的
解释变量即为前文所构建的族群多样性指标——EFI 和 EPI，被解释变量为地级层面的居民对各项公共服
务感知的差异，用同一地级层面的不同受访者对某一项公共服务打分的标准差系数计算得到，标准差系
数越大，说明该地区受访者对公共服务的感知差异越大，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为“无法选择”的选项，
在计算标准差系数时予以剔除。表 7 给出了不同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组合下的回归系数。将该数据与
族群多样性、异质性偏好与省内财政分权安排
70
前文的地级层面的族群多样性数据相匹配，本文共得到 97 个地级行政区的截面数据回归结果。该结果表
明，族群分化指标度量的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地区，居民在感知政府在提供医疗服务、提供优质基础教育、
环境保护以及维护社会公正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性越大；族群极化指标度量的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地区，
居民在感知政府在提供医疗服务、提供优质基础教育以及维护社会公正等方面的差异性越大；仅仅只有
族群分化指标度量的族群多样性显著抑制了居民在感知政府秉公办事上的异质性。由此可见，对于 CGSS
调查问卷所涉及的大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而言，族群多样性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感知差异程
度越大，从而验证了前文中所提出的族群多样性作用于分权的机制。
表 7　族群多样性对公共服务感知差异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样本容量
解释变量：EFI 解释变量：EPI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97 0.616* 0.322 1.109** 0.528
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 97 -0.312 0.280 0.114 0.083
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 97 0.357*** 0.088 0.173* 0.089
打击犯罪 97 -1.305 0.929 -1.544 1.107
公平执法 97 0.084 0.120 -0.119 0.138
政府部门秉公办事 97 -0.073* 0.040 0.288 0.219
环境保护 97 0.440** 0.209 0.098 0.152
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正 97 0.330*** 0.106 0.501* 0.275
六、结　语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安排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已有文献往往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财政分权的作用上来，却忽略了导致不同地区财政分权异
质性的原因。本文从族群多样性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因素。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简
单的理论模型，探讨在不同的族群多样性程度下，集权与分权所带来的居民效用差异，我们认为，族群
多样性程度越高，分权能够带来的居民效应提升空间越大，因此，政府分权的动力也会越强。为了验证
这一机制，本文基于中国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程度，在此基础上
实证检验了族群多样性程度对于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族群多样性的提高确实会
促使省级政府更多地向地级政府进行财政分权，在考虑了族群多样性的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是显
著的。但是，本文的分析还表明，上述作用并非自然地固定不变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弱化族群多样性对
省内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
这项研究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均具有比较明显的意义。在理论方面，首先，本文扩展了对于财政分权
设计的认识，现有文献多是考虑财政分权的作用，而忽略了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仅存不多的研究也多
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进行考虑的，本文则首次从族群多样性的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地区差异的缘由。其次，
本文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安排本级政府同下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关系时会考虑下
辖地区的族群多样性，而这种族群多样性所带来的居民对公共服务偏好的异质性恰好与财政联邦主义的
观点——分权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好地适应居民的异质性偏好——是一致的。在应用价值方面，我国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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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财政支出都是由省以下政府执行的，因此，研究省以下政府财政分权安排的因素对于更好地设计
省以下政府同上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优化中国省以下政府同上级政府之间的财权安排时，不能仅仅从经济
因素出发，还应当从文化、民族等因素出发，考虑不同民族背景下的居民对公共服务供给偏好的差异。
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偏好差异较大，而地方政府对这一偏好的了解要多于上级政府，
因此，在这些地区，应当适当地进行放权。当然，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跨地区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这一作用可能会有所弱化，地方政府也需要考虑这些变量变动对财政分权
安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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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Diversity,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 and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ng Ming
Abstract: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varies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b-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 do these differences originate from? This 
paper proposed a simple theoretical model to compare the effect on resident utilities from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more diverse the regional ethnic is, greater resident utilities 
the decentralization can raise than centralization, and more decentralized the governments will select. Measuring 
China’s prefectural-level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based on nationwid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sampling 
survey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fectural-level ethnic diversity and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show that regions with higher ethnic diversity have 
higher sub-provinci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 this paper. Moreover, us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dividual preferences for public services from 2005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05), this paper revealed that regions with higher ethnic diversity have higher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for public services, and higher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will lead to higher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mechanism that ethnic diversity acting on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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